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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時期，尤其是1937至1939年，成千上萬的中國知識青年從四面八方

湧向延安。「延安的城門成天開F，成天有從各方向走過來的青年，揹F行李，

燃燒F希望，走進這城門。」1一個偏僻的西北小城，為何具有如此大的吸引

力？知識青年為甚麼如此熱情而執著地奔向延安？

對這些問題，許多學者都做過探討。主流的學術觀點認為，大批知識青年

奔赴延安，主要是因為延安作為「革命聖地」，有F國統區所缺乏的「自由」和「民

主」的新氣象，有F知識份子所嚮往的獨特的「革命景象」2。這種解釋，在強調

延安的革命符號意義以及知識青年對這一符號意義的認同的同時，卻忽略了一

個重要的事實——中共不遺餘力地對各地知識青年的動員和組織也是知識青年

奔赴延安的一個重要因素。本文即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F力探討中共是如何

動員並組織大批知識青年奔赴延安。

一　幹部缺乏與中共知識份子政策的轉變

1936年12月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國共

兩黨開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1月，中共中央從保安遷往延安。沒有了國民黨軍

隊的圍追堵截，軍事問題暫時成為次要問題，而黨和根據地的建設則成為中共

的頭等大事。要建設黨和根據地，就需要有大量的各方面的幹部和人才。剛剛

經過長征，隊伍大量減員的中共，在幹部與人才方面，是極度缺乏的。如何

解決這一問題？顯然，僅僅在人口稀少、文化落後的延安，很難在短時間內培

養足夠的幹部和人才。於是，中共中央做出了大量吸收外來知識青年到延安的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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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文修改過程中，任玲玲老師、胡其柱老師和荊世杰博士均提出了寶貴的意見，筆

者在此表示真誠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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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百年中國與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大量吸收外來知識青年，與其知識份子政策的轉變也

有很大的關係。中共在初創時期，其黨員絕大多數是知識份子，在以後的發展

過程中，也曾大量發展知識份子入黨3。但是在大革命失敗以後，尤其是1928年

中共六大以後，黨內「左」傾路線佔了統治地位。「唯成份論」盛行，過份強調單

純工人成份的意義，對知識份子極度不信任，並不加區別地將知識份子等同於機

會主義者。當時的黨中央認為：「我們黨內的知識份子，在目前整個的革命潮流

中或完全消極，或者公開叛變。」41935年遵義會議以後，中共開始從各方面肅

清「左」傾錯誤。同年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

明確將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一起視為中國革命的動力。〈決議〉鄭重宣告5：

一切同情於反日反賣國賊的知識份子，不問他們過去是否是國民黨員，或

是在國民黨政府中工作，都能享受蘇維埃政府的優待⋯⋯一切受日本帝國

主義和漢奸賣國賊國民黨政府所驅逐、輕視與虐待的知識份子，文學家、

藝術家、科學家、技術人員與新聞記者，蘇維埃給予託庇的權利（一切這些

人都可到蘇區來）。

從此以後，中共的大門重新向知識份子敞開。大量吸收外來知識青年到延安，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

二　中共對知識青年的動員和組織

1937至1939年，因為國共關係尚屬良好，所以中共利用其合法地位，大量

公開或半公開地動員和組織知識青年到延安去。其主要方法有二：一是指示各

地黨組織和救亡團體大力輸送知識青年到延安；二是在延安設立各類幹部學校

以招收青年學生。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中共中央曾不止一次指示各地各級黨組織動員和組織知

識青年到延安學習6。對救亡團體，黨中央也有所指示。據于光遠回憶，1937年

彭真在山西遇見他時交代了兩件事，其中第一件事是：「他告訴我黨中央決定在

延安辦一所『陝北公學』，吸收國民黨統治區的知識青年和知識份子來受教育，把

他們培養成為我們的幹部。⋯⋯民先不要只顧在外面（指國統區）開展青年工作這

一頭，還應該把動員青年到延安去，特別是進陝北公學去，作為任務之一。」7

各地各級黨組織、黨員和各救亡團體接到中央的指示後，便利用各種方

式，大力動員輸送知識青年到延安學習。八路軍駐長沙辦事處的徐特立經常給

年輕人作報告和演講，號召「有志青年到延安去」8。據時在長沙市兌澤中學讀高

中的樂山回憶，1938年的一天，徐特立在湖南省府附近的六堆子巷演講，「那天

他講了抗日戰爭發展的形勢，指出中華民族處於危亡之際，『國家興亡，匹夫有

責』，號召青年學生到延安去，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並且說，去延安學生可以保

送進抗日軍大或延安公學」。在徐特立演講的感召下，「我和一些同學當場報了

名」9。共產黨員作家段雪笙在山東各地以教師身份作掩護，向學生宣傳共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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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思想和中共的政策，以此影響學生的思想，組織輸送大批的知識青年到延安

學習bk。中共綏蒙地區各級黨政軍負責人姚哲、楊植霖、奎璧、賈力更、李森、

勇夫、趙誠、恆升、武達平、劉洪雄、于占彪、白成銘、張祿等對進步青年進

行說服動員，精心組織，派大青山騎兵支隊和游擊隊護送，曾先後動員和組織

了9批蒙古族及部分漢、回、滿族革命青年，共100多人到延安學習bl。中華民族

解放先鋒隊（民先隊）總部不僅將大批民先隊員送往延安，而且還在各地動員知

識青年，組織他們到延安學習。僅1938年5至8月，民先隊總部就組織了107人奔

赴延安bm。湖南的文化界抗敵後援會（文抗會）也經常介紹和推薦進步青年到延安

去，康濯、柯藍、楊迪、張正文、彭輝、楊光等都是通過文抗會的關係而奔赴

延安的bn。東北救亡總會及其各地分會在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抗日救亡

工作的同時，也不斷向延安輸送青年學生。1938年5至8月，東北救亡總會西安

分會就向延安輸送了知識青年50人bo。

在延安創辦各類幹部學校，是中共吸收外來知識青年的最主要途徑。抗戰

期間，延安先後成立了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抗大）、陝北公學（陝公）、

魯迅藝術學院（魯藝）、中國女子大學等十幾所幹部學校，這些學校大都面向全

國招生。為了讓根據地以外的知識青年更多地了解和報考這些學校，中共多採

取以下措施：一是利用黨報黨刊以及進步人士所辦報刊介紹這些學校。如陝公

創辦之時，《新中華報》曾作了連續報導，不僅刊登了招生簡章，而且對其籌辦

情況也給予了詳細介紹。進步人士鄒韜奮主辦的《抗戰》三日刊，連載了舒湮的

〈邊區實錄〉，對陝甘寧邊區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司法制度以及民眾運動

等方面的情況作了系統報導，並刊登相關內容，介紹投考這些學校的途徑。鄒

還專門撰寫時評〈青年的求學狂〉，詳細介紹了陝公的特點bp。二是利用國共合作

的有利時機，令各地方黨組織以及南京、武漢、西安、重慶等地的八路軍辦事

處（八辦）和通訊處，廣泛散發這些學校的招生廣告和招生簡章，積極宣傳其辦

校宗旨。1938年春，中央電示東南分局多招收南方學生，電文如下bq：

南方學生來得很少，因此，改變方法，不必舉行考試，也不必介紹信，立

即通知各地黨部，左翼團體，同情者，向外放出空氣，凡純潔能吃苦耐勞

者，不拘年齡，性別，職業，學歷均可自動北來入學，並告以如隴海路線

斷，由西汗公路步行來。如西安不守，繞道陝南陝甘邊區寧縣，寧縣到慶

陽，找八路軍，如武漢不守，走四川來，路上有人攔阻，別〔此處似應為

「則」〕繞過之，步行每日路費至多五角，四川學生多由成都步行，走卅天，

路費十五元，坐車則費六十元，淮北由漢口步行，恐亦不過此數。來時可

三四人或七八人十餘人一組來，此種自由入學辦法，當然會混入一些壞份

子，但抗大第三隊七百學生中，均如此來，僅卅幾個壞份子，不足廿分之

一，不足慮，並告以保障學業，來此不拒，一律收容，學習時間三個月至

六個月，畢業後工作可自由選擇，願回家工作者，路費酌由學校發給。

經過中共的大力宣傳動員，各地知識青年紛紛報考抗大、陝公等學校，而

設在各地的八辦則專門負責接待願去延安的青年。由於青年踴躍報名，所以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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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百年中國與世界 辦的工作異常繁忙而緊張。尤其是西安八辦（西安是通往延安的必經之路），每

天都需要接待大量的青年。因為人數太多，處長伍雲甫不得不親自在門口接

待。為方便知識青年報考，1938年4月，抗大、陝公等校都在各地八辦設立了專

門的招生點。中共中央還批准各地八辦成立「招生委員會」，專門負責安排各地

青年到延安學習和工作。從1937年到1938年上半年，各地八辦源源不斷地向延

安輸送知識青年。據統計，1937年秋，蘭州八辦共培養和輸送進步青年3,000人

到延安br。1938年3至5月，武漢八辦介紹了880人赴延安學習bs。重慶八辦也先

後輸送了2,000多人到延安bt。

至於1937至1939年總共有多少知識青年去了延安，由於缺乏詳細的統計資

料，現已無法考證，但相關資料顯示，僅1938年5至8月間，就有2,288人奔赴延

安ck。而在抗大第三期到第五期的20,124名學員中，就有12,535人是外來知識青

年，佔學員總人數的62.3%cl。

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地知識青年奔赴延安以前，中共還要專門對他們進行

審查。通常情況下，知識青年要經過三次審查，全部過關以後，才能進入延

安。審查的程序大體是這樣的：第一步，由南京八辦進行初審。一般情況下，

初審比較簡單和寬鬆。凡持有各地中共地下組織或周邊組織介紹信的，基本都

能通過。第二步，由西安八辦進行複審。西安八辦在接到南京八辦轉來的審幹

小組對去延安人員的鑒定表以後，對持介紹信前來的人，再進行一對一的談

話。第三步，由中共中央組織部設在涇陽縣雲陽鎮的接待站進行三審。三審通

過，才能最終前往延安cm。

三　國民黨的阻撓

中共各地黨組織和八辦輸送知識青年到延安，一開始便引起了國民黨的注

意。1937年10月，在西安行營的一次匯報會上，行營第二廳廳長谷正鼎說：「谷

正綱由重慶來信告訴我，有好些朋友的子女都溜到延安去了，你們在西安幹甚

麼的，為甚麼不採取有效辦法來制止⋯⋯我們自己的兒女都不保了，都要跟F

共產黨跑了，我們就坐視不問嗎？」cn。11月初某天，谷正鼎、顧希平（西安行

營第二廳副廳長）、任覺五（西安行營政治部主任）、張毅夫（西安行營辦公廳第

四科科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局〕西安負責人）四人在谷正鼎

辦公室集會，一致認為必須採取有效辦法，制止學生到延安去。四人將意見匯

報給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後，蔣立即召集西安黨政軍各方面負責人開會研討。

經過幾次討論，蔣最後決定，建立特種會報，用「黨政軍各方面力量統一起來對

付共產黨」co。11月，西安特種會報正式成立。

一開始，西安特種會報並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各地知識青年仍源源不斷

地湧向延安。這一現象引起了國民黨最高層的注意。1938年1月29日，蔣介石致

電蔣鼎文和陝西省政府主席孫蔚如，謂：「三原及其附近實情究竟如何，聞共產

黨在該處任意活動，並公開設立學校，收容各省學生等。實情如何，希詳查實

報。」cp接到電報後，西安方面立刻作出反應：特種會報作出決定，各地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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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青年學生，一律堵截扣留送交胡宗南負責的西安戰幹第四團管訓。具體的

任務分配為：延安〔疑為西安〕、咸陽、三原通往延安的交通線，交董釗十六軍

和憲兵第一團檢查哨執行；渭南、大荔以及陝甘寧邊境隴東慶陽、環縣一帶，

交胡宗南駐防陝甘寧邊區的部隊執行。同時，張毅夫也指示三原組長任鴻猷、

寶雞組長李樾村，以及渭南、大荔、洛川、隴東環縣、慶陽各地圍繞陝甘寧邊

區的特務組織，對前往延安的青年學生，應協同當地駐軍和憲兵執行偵捕，以

此作為經常的主要任務cq。

愛國青年立力及其他102名學生就是在當年去延安陝公的途中被駐咸陽的憲

兵扣留的。在關了他們十幾天之後，一個連長帶了一隊憲兵來，要脅迫他們去

西安，結果遭到了學生的明確拒絕。連長老羞成怒，將40名學生強行用汽車載

走，其餘則繼續關在拘留所cr。據國民黨特務機關統計，1939到1943年間，僅在

交口、碑亭、黃陵、耀縣、三原、永樂店、咸陽等盤查站被扣留的赴延安青年

男女就有2,100多人cs。

1939年11月，西北青年勞動營在西安成立，主要功用之一便是關押意圖前

往延安而在途中被國民黨檢查站扣押的青年。這些青年進入勞動營以後，就必

須接受長時間的勞動和思想改造，直到當局相信他們已經完全信仰三民主義、

忠於國民黨及其政府的時候，才能獲得人身自由ct。截至1940年年底，被關押在

勞動營b的青年達1,167人dk。

在堵截扣留之外，國民黨還使用了誘騙的手段。1939年上半年，三原的三民

主義青年團專門設立了一個招待所，有一二十個人辦公。他們在四城門貼了很大

的布告，上寫：「本招待所專門為青年們的出路F想，專門招待赴抗大、陝公、

魯藝等校的有為青年，並非常同情這些青年⋯⋯本處位址廣闊，設備周到⋯⋯

凡赴陝北學生一切困難，皆能代為解決。」招待所的人每晚查店，凡青年形q可

疑即行扣留，證實是往陝北去的時候，即說我們這兒也有訓練班，何往陝北

去？並用一切威嚇利誘、欺騙等方法，派人保送赴咸陽國民黨辦的訓練班dl。很

多青年就這樣被他們誘騙至咸陽。1939年6月，即有200多名愛國青年被騙dm。

在西安等地廣設學校，招收失學失業青年，也是國民黨採取的手段之一。

據陝西省青年工作委員會1939年7月所作的工作總結反映dn：

　　最近教廳決議增設學校，關中所有中心縣區均設中等學校⋯⋯預計招

生一千多名。這種計劃與國民黨特別是××派之奪取青年統治西北的野心

〔是〕有大關係的。

　　⋯⋯

　　某將軍在蘭州設立一中學，國立的，人數預計超過萬人，完全公費，

在各偏僻的縣份招生，專門抓住青年的小的弱點，如「坐汽車不掏錢，可以

白坐火車，你們還沒有見過火車呢」，「學校一切費用都是公家出」，「將來

可以升軍校」，⋯⋯等等，同時由軍事力量撥出大批汽車、火車，輸送學

生，所以招的學生相當多。

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空前加強。中共各級黨

組織、八辦、通訊處向延安輸送知識青年的交通運輸線趨於癱瘓，導致知識青

「皖南事變」後，國民

黨對陝甘寧邊區的封

鎖加強。中共各級黨

組織、八辦、通訊處

向延安輸送知識青年

的交通運輸線趨於癱

瘓，知識青年去延安

的數量急劇下降。



56 百年中國與世界 年去延安的數量急劇下降。但1940年至1941年上半年，仍然有一部分知識青年

在中共的秘密組織下去了延安。1940年5月1日北平偽憲警的報告即反映了中共

秘密動員和組織北京大中學校學生去延安的情形。報告中說do：

據頃查本市各大中學近來屢有失蹤學生之事件發生，經調查此項失蹤學生為

有組織、有計劃之密輸團體所誘惑。自共產八路虛張其所設四月攻勢後，此

項失蹤學生數目亦大見激增，其活動方法如下：（一）由久參加八路軍之青年

知識份子潛入市內，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如親戚、朋友、同學、同鄉）向各校

學生宣傳，組織青年突擊隊。（二）由學生家中騙得金錢，以五人為一組，由

小隊長領導，向密輸站進發。（三）以保定某師範、南口車站、津浦路滄縣、

易縣、高碑店、栗村為集中密輸站，至站由小隊配給八路軍通行證。

王炳南〈關於南方局的一些情況〉描述dp：

南方局為了滿足一些青年的要求，也為了延安工作的需要，仍堅持向延安

輸送青年和技術人員。為了躲過國民黨軍警憲特的盤查，我們就讓去延安

的人員穿上八路軍軍裝，改名換姓，或作為隨車押運人員，或以八路軍家

屬的名義，坐上辦事處的軍車公開走。這樣，國民黨的關卡就不敢過份卡

了。因為，我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是得到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承認的

公開合法機構，我們的軍人家屬和押運軍需物資人員去延安是合理合法的。

另外，在「皖南事變」前後，一些在抗日救亡運動中暴露了身份的各大中學

校的學生黨員和骨幹，也有相當大部分被疏散到了延安。雖然這一時期仍有部

分知識青年在中共的組織下到了延安，但與前一階段相比，在規模與數量上，

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1941年10月，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葉劍英在給劉少奇、陳毅的電報中

稱：「因西安交通被國民黨嚴密封鎖，知識份子來源已斷，不但抗大三分校教育行

將停頓，即軍委機關及留守兵團亦得不到知識份子的補充。提議由蘇北以至安

徽各根據地招收政治純潔、體格強健、有中學程度之知識青年600至1,000人來延，

不分男女，經你們初步審查之後，即可組織成隊，經華北分批送達此間。」dq從

這份電報可以看出，到1941年下半年，國統區和淪陷區已經很少能有或者基本

上沒有知識青年到延安去了。

四　結語

抗戰時期，中共大量吸收知識青年到延安，無論對當時還是以後，都產生

了十分重大的意義。它大大提高了中共的威望。知識青年到延安後，經過一段

時間的教育和學習，相當大一部分人又回到各地，組織和領導當地的革命運

動。這些知識青年在各地大力宣傳延安，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為中共以後的革

命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它為中共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幹部和

大量吸收知識青年到

延安，為中共提供了

源源不斷的幹部和人

才，新鮮了中共的血

液，壯大了中共的隊

伍。知識青年在建設

根據地、抗擊日本侵

略者，乃至以後反對

國民黨的統治和建設

新中國的過程中，都

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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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資源，新鮮了中共的血液，壯大了中共的隊伍。這些知識青年在建設根據

地、抗擊日本侵略者，乃至以後反對國民黨的統治和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都

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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